
略论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

任东来

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。抗战期间,中国

曾得到国际上许多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援助。美国对华

援助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。中国国民政府通过争取美国的援助,既

加强了自己抗战的实力,也增加其与国内政治对手斗争的资本,同

时还逐步把美国拉入到对日战争之中。美国政府则以援助为代价,

让中国来拖往日本侵略扩张的步伐,减轻自身的战争压力,同时扩

大其在中国和东亚的影响力。

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从 1938

年底美国宣布对华“桐油贷款”到 1941年 5月美国宣布中国为《租

借法》受援国,是中美同盟的酝酿期; 第二阶段从 1941 年 5 月到

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,是中美同盟的形成和发展期; 第三阶段

从 1945年 2月到 1946年 11月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》签订,是

中美同盟的蜕变期。

尽管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的斗争中,中美两国最终在 1941

年结成了抗日同盟,但中美两国战略利益不尽相同,实力地位相距

甚大,加之中国国内政局复杂,因此,在这一抗日同盟中,双方也存

在着种种分歧与矛盾。本文将概要地分析以美援为核心的中美抗

日同盟的形成、发展与蜕变,探讨中美同盟框架下中美双方的利益

协调和冲突,进而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有一全貌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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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贷款援助与中美抗日同盟的酝酿 (193819—194115)

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,中国一再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

援助以抵抗日本的侵略。但西方国家对此反应冷淡。只是随着日

本侵略扩张活动的日益加强,西方国家在华以及在东南亚的利益

不断受到破坏和威胁,美国才逐步确立用援助中国来遏制日本扩

张的政策,开始向中国提供数量有限的商业贷款。

1938年底,美国决定向中国提供 2500万美元的购货贷款,中

国以桐油出口来偿还,史称“桐油借款”。为避免给日本留下反美的

口实, 1939年 2月中美两国分别通过中国政府设在美国纽约的世

界贸易公司和美国政府所属的进出口银行签订了《桐油借款合

约》。实际上,整个争取借款的谈判都是在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蒋

介石和罗斯福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。具体负责此事的则是中国财

政部代表、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和美国财政部长亨利·摩根索

(H en ry M o rgen thau)。桐油借款开美国援华之先河,并创立了以

民间商业形式为掩护的援助先例。

1940年 4月,经过陈光甫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几个月不懈努

力,利用美国向苏芬战争中的芬兰提供援助之际,中国争取到第二

笔购货贷款 2000万美元,因以云南出产的锡矿出口作抵押,故称

“滇锡借款”。上述两笔借款虽然加强了中国抗战的物质力量,提高

了抗战士气,但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。1940年 9月日本占

领了法属越南,直接威胁欧美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。美国遂决定

向中国提供 2500万美元的“钨砂贷款”。此后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

局势的恶化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援华政策,并迫使美国逐步放弃

在经济上绥靖日本的作法。

1940 年 9 月 27 日, 日本与德国、意大利结成法西斯三国轴

心,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美国,从而“在一个远比中国的命运对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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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更密切的问题上使自己处于与美国对立的地位”。① 11月 30日

日本正式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府。美国政府因此担心重庆政府会

与汪伪政府作妥协,遂宣布向中国提供 1亿美元贷款,其中一半是

美国进出口银行的“金属贷款”,另一半是财政部提供的平准基金

(稳定通货)贷款。有关协议分别在次年 2月 4日签订。②

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援助有以下几个特点:第一,美国

提供贷款的时机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,用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的话

说,不到重庆政府“最吃紧之危机,或暴敌最横行之时决不出手”。

因此其效果每每收到“打强心针之效能”。③ 第二,美国援华的目的

在于遏制日本,因此援华都限制在不致于引起日本对美国采取强

烈的报复行动范围之内。除平准基金外,其余贷款都是限制用途

(非军事项目)的商业购货贷款 (参见表 1)。

1938—1941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具有重要意义,它是以后十

年美国大规模卷入中国事务的开始,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未来中

美 抗日同盟关系的基础。美国学者迈克尔·沙勒 (M ichael

Schaller)对此提出了他并没有很好回答的一个问题:“中国保守的

民族主义者为什么要向美国的政策设计者寻求帮助呢?”④ 这个问

题看来需要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。

自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以来,中国历届统治者自身

已经没有力量平息较为严重的内忧外患,他们只能靠借助外国势

力来维持自己的衰败统治。他们或希望借洋人之力镇压人民反抗,

击败政治上的竞争对手;或幻想用以夷制夷之计来抵御外国侵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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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 (美)沙勒:《美国十字军在中国》,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,第 3—4页。

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:《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》,中华书局 1978年版,第
97页。

有关“桐油借款”到 1亿美元贷款期间美援的详情可参见任东来:“中美桐油贷款外
交始末”,《复旦学报》1993年第 1期;“围绕着美国贷款展开的中美外交”,《南京大
学学报》1990年 5—6合期和“国民党政府争取美援的外交与皖南事变”,《安徽史
学》1992第 1期。

(美)赫伯特·菲斯:《通向珍珠港之路》,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,第 129页。



从晚清的李鸿章、张之洞到北洋军阀,无一不是如此,即使是以民

族主义标榜的国民政府也没有摆脱这种可悲的境地和对外关系模

式。30年代,蒋介石曾想靠依德国和意大利的帮助来实现军事现

代化。七七事变后,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借助国际联盟以及苏、德、

英、美、法等国的力量来结束战争。求援一时间成为中国外交的主

要工作和显著特色。

表 1　1939—1944年美国对华贷款 (单位:百万美元)

协定日期 数额最后到期日 利率% 保证 用途

1939年 2月 8日 25 1944年 415 (后改为 4)
桐油出口,中国

银行作保
非军事品购买

1940年 4月 20日 20 1951年 4
锡出口, 中国银

行作保
非军事品购买

1940年 10月 22日 25 1945年 4
钨出口, 中国中

央银行偿还
非军事品购买

1941年 2月 4日 50 1948年 4

锡和其它矿物

输出, 中国中央

银行偿还

非军事品购买

1941年 4月 31日 50 1943年还清 115
中国政府和中

央银行偿还
稳定通货

材料来源:杨格:《中国与外援》(A. Young, Ch ina and H elp ing H and ) ,坎布里奇 1963

年版,第 130页。

但它的求援活动并不顺利。首先是在东亚利益较多的英法两

国不甚积极。当时欧洲战云密布,英法无暇顾及东方,更不愿冒犯

日本援助中国。它们只能唯美国马首是瞻。其次,德意态度冷淡。

德国 1938年初在“陶德曼调停”失败后,于 5月初停止对华的武器

供应,开始走向与日本结盟之路。唯有苏联一直积极慷慨援助中

国,但苏联的援助只能严格地用于抗战事业,对国民政府的反共活

动则是一大限制。1938年 10月中国决策者孔祥熙等人为争取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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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曾向美国外交官分析了各国援华情况:法国慑于日本的淫威,总

是妨碍中国借道印度支那向国内运输从西方购得的军事物资。相

比之下,“港英当局在运输问题上很肯帮忙”,但英国在慕尼黑的绥

靖使中国感到“无望从她那里得到援助”。苏联“已明确表示,除非

自身受到攻击,否则她不会参战。所以中国不指望能够得到比目前

苏联提供的装备更多的东西。⋯⋯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与苏俄保

持一定距离”。只有华盛顿才能改变目前中国的危局。① 中国当权

者的这种想法绝非偶然,因为美国对中国某种形式的援助在抗战

前业已存在。这就是 1936—1938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白银买卖。

中国通过向美国售银不但使自己的通货准备金更加灵活和易于管

理,而且还从中得到一笔 5000万美元的短期贷款。仅抗战开始的

第一年,中国向美售银价值就达 1138亿美元,其中 4800万美元用

于购买战略物资。② 在白银购买之前,还有中美“美麦借款”(1931)

和“棉麦借款”(1934)这类购货贷款。这些购买和贷款成为 1938年

以后美国援华的契机和先声。同时通过这些财政活动,中国政府中

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孔祥熙、宋子文以及陈光甫等人,与美国个别重

要官员如财政部长亨利·摩根索建立了业务和个人的联系。

此外,中国外交决策者如孔祥熙、宋子文、胡适等的亲美倾向

更直接地影响了中国向美国寻求援助。这批人毕业于美国大学,与

美国政治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,对美国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,很

自然地把美国视为“我最可靠之友邦”。③ 在他们的影响下,蒋介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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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在 1939年 11月 11日给胡适的信中就强调这一点:
“国内国共不和,势难融洽,对于中苏邦交,亦虑发生影响。即使彼等继续助战,其
结果亦仅能延长抗战,并不能奠安大局,故欲求大局出路仍须另想办法。”这个出路
和办法何在呢? 翁继续写道:“美国始终为我最可靠之友邦⋯⋯”,中国抗战要能成
功,“国命能得复兴,⋯⋯重要关键仍在美国”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:《胡适往
来书信选》(中) ,中华书局 1979年版,第 439—440页。

吴相湘:《第二次中日战争史》,台北综合月刊社 1975年版,第 709页。

(美)布卢姆:《摩根索传: 危机时期, 1928—1938》(J. B lum , F rom M org en thau D i2
aries: Y ears of C risis, 1928—1938) ,波士顿 1959年版,第 60页。



在 1938年 6月对中外关系作出总结:“英国老谋深算,说之匪易;

俄亦自有国策,求援无效。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,较易引起义侠之

感。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。如舆论所向,国

会赞同,则罗斯福总统必然有所为。”他提出了“运用英美之力,以

解中日问题”的战时外交方针。①为加强对美工作, 9月蒋介石召回

不太为美国所欢迎的王正廷大使,破天荒任命当时在欧美从事民

间外交活动的著名学者胡适为驻美大使。政府给胡适的第一封电

报就强调:“列强唯美马首是瞻,举足轻重,动关全局,与我关系尤

切。”因此,胡适使美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争取美国财政援助。②

国民政府求援的最终成功,首先是与其派往美国的外交代表

陈光甫、胡适和宋子文 (1940年 6月以蒋介石特使身份赴美)等人

的艰苦奔波分不开的。陈光甫作为负责桐油、华锡和钨砂借款谈判

的代表,以其“正派”商人的良好信誉赢得了摩根索和美国财政部

的信任和友谊。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博得了罗斯福及其内阁以至整

个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尊重和欢迎。③ 而作为政治家的宋子文则精

通美国政治之道,善于游说和利用华盛顿的各种政治机构。从活动

范围来看,三人各有所长,各显其能。陈光甫的工作重点在进行谈

判和履行借款合同等具体事务,并为此在纽约成立了“世界贸易公

司”,采购国内急需物资。胡适在舆论和知识界向美国朝野人士宣

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,影响美国舆论向支持中国抗战方向发展。

他曾积极促成了由他的老同学发起的“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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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美国领导人如此尊敬胡适,以至胡适 1942年 8月奉召回国时,他们曾打算向中国
表示,希望他留任。罗斯福还欣然在胡适的朋友为胡适编的纪念册上题词:“我非
常高兴为我的好朋友胡适博士题词,因为我知道没有人能比他更出色地代表自由
中国的人民,也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向我国人民说明中国内在的伟大。”赫尔致罗
斯福, 1942年 8月 24日;总统纪事, 1942年 11月 4日。美国罗斯福总统图书馆馆
藏,总统公务档, 150中国,第 2盒。

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:《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》,中华书局 1978年版,第
1页。

张其昀:《党史概要》,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9年版,第 973页。



会”(Am erica Comm it tee fo r N on- Part icipat ion in Japanese A g2
gression)。这个民间组织在影响美国政府援华制日方面作了大量

工作。① 宋子文则活跃于美国政治上层,利用援华机构不统一的特

点,抓住各种机会游说各方,施加影响。这一系列活动使中国的外

交取得了巨大成功,并逐步为以后美国国会内外援华集团的形成

提供了组织、舆论和经验上的准备。

其次,随着日本南下意向的日益明确,重庆传出的中日媾和之

风也就日盛,从而给美国决策者造成了一种无形的援华压力。中国

方面的这些活动,成为美国制订对华政策的重要信息来源,从而影

响它作出对华有利的决策。

当然,美国援华态度的转变,除了中国方面的影响外,更重要

的还是基于其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虑。

进入本世纪以来,美国的“门户开放”政策虽然喊得很响,但它

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需要付出代价的行动来维护这一政策。它在

中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经济利益,故而中国在美国整个外交政策

考虑中不占重要位置。即使在远东政策中,美国更注意的是美日关

系而非美中关系,美国与日本的经济关系比其与中国的关系更为

重要②,因而,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日本蚕食和侵略中国的行动基

本上是无动于衷。当时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的克莱尔·陈纳

德 (C. Chennau lt)写到,美国有关军事当局对中国漠不关心,以致

到 1940年时连张完备的中国地图都没有。他招募美国人来华作志

愿空军的举动,也被认为是“疯子”。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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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陈纳德著、陈香梅译:《陈纳德将军与中国》,台湾传记文学社 1978年版,第 76、89
页。

这一时期美中日三国间的经济关系可参阅琼·威尔逊:《美国工商界与外交政策,
1920—1933》(Joan H. W ilson, A m erican B usiness and F oreig n P olicy , 1920_ 1933)

肯塔基大学出版社 1971年版,第 202—229页。

孔华润:《中国结: 顾临、拉蒙特、索史思与中国—东亚关系》(W. Cohen, T he Ch i2
nese Connection: R. S. G reene, T. W . L am on t, G. E. S okolsky and A m crican - E ast

A sian R ela tions) ,纽约 1978年版,第 214—229页。



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 (F. D. Roo sevelt)出于对国际

和平与稳定的关注,或许还跟他祖父曾在中国做生意赚大钱有关,

一直比较注意中日之间的冲突。七七事变前后,他鼓励摩根索更多

地购买中国的白银,以支持中国货币。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他对远

东均势的关注,不希望中国太弱。罗斯福政府在七七事变后举行的

一次内阁会议最能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和特征。当副总统

提议从平津地区撤出美军以避免卷入中日冲突时,国务卿科德尔

·赫尔 (C. H u ll)等人认为这一行动会被日本人视为美国打算从

太平洋地区后撤。罗斯福更为明确地指出,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础是

“希望日本遭殃,中国和苏联力量的增长,日本人民反对军国主义

的起义都会产生这种结果”。①

使“日本遭殃”的想法反映了美日关系的紧张。20年代以来,

美国一直把日本作为太平洋上的主要潜在对手。特别是 30年代中

期,华盛顿和伦敦两个海军军备条约失效后,美日在太平洋上的争

夺更加激化。中国和苏联力量的增强无疑会成为制约日本向太平

洋扩张的重要因素。因此,维持中国现存的独立和完整是保持远东

均势的重要条件。美国财政部甚至认为,日本在中国的胜利将鼓励

其他法西斯国家侵略冒险,从而极大地增加世界大战的机会。② 由

此,美国东亚政策便出现援华制日的思想。

但寄希望于日本内部变化,幻想日本政府会改弦更张,由温和

派代替军国主义,加上美国在日本的广泛经济利益 (贸易和投资) ,

又决定美国政府不愿对日本侵华施加任何制裁措施,以免牺牲赚

钱的机会,关闭两国和解之门,从而把日本逼上威胁美国利益的南

进之路。由此发展出绥靖姑息日本侵略的政策倾向。援华制日和

绥靖日本这两种倾向遂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基本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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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《摩根索传:危机时期》,第 482—482页。美国财政部的推论是这样的:纳粹德国已
准备好浑水摸鱼。如果日本征服中国,德国占领捷克的可能性就会增加。德日还可
能联合起来进攻苏联,因而世界和平是与中国能否长期抗战相联系的。

《摩根索传:危机时期》,第 481页。



容。

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程度的加深,特别是日本南下太平洋威胁

欧美殖民利益的战略意图明朗化,美国日益担心东亚脆弱的均势

会由于中国抗战的瓦解和英法荷势力的败退而破坏,从而直接把

美国推上与日本对抗的第一条战线。这样,援华制日倾向逐步成为

美国东亚政策的主流。这一变化从 1940年 11月日本侵占印度支

那北部开始,到 1941 年底日本炸弹落到珍珠港美国人头上才结

束。

正是由于援华的目的在于制日,对华政策从属于对日政策,因

而就决定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内容和方式,以及数量,都是非常有

限的。只要美国一天不放弃劝说日本改弦更张不再南进的幻想,美

国就一天不会尽力援助中国;只要苏联一天不放弃援华,美国就没

有必要全面援助中国。援华的限度是不致引起日本对美国采取激

烈的报复措施。因而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贷款与同期苏联援助及以

后美国的援助相比,数量少,利息高,条件苛。

对此, 美国决策者也不讳言。美国驻华大使詹森 (N eeson

John son)在 1940年 10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:“美国一再声称

的口号是‘尽力援助,但止于战争’。这对苦战三年之久,而认为与

我们利益一致的中国人民而言,实在是一很大的打击。特别是这些

援助的获得,乃是付出极高的代价。”① 国务卿赫尔则在与罗斯福

多次商量之后,于 1940年明确表示,美国的政策在于“一、避免在

太平洋上与日本发生公开的冲突,方能全力援英和加强自身的力

量;二、对日本维持我们的原则和权利,继续施加经济压力、援助中

国,但不要迁怒日本,致使其军方要求向我们开战。”②

当绥靖日本这一制约援华的因素因日本侵略步伐加快而逐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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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科德尔·赫尔:《赫尔回忆录》(C. H ull, T he M em oirs of Cord ell H u ll) ,纽约 1948
年版,第 1卷,第 911—912页。

转引自《中国与外援》,第 136页。



消减时,援华的另一个限制因素则在 1941年春逐步出现了。这就

是形成中的美国先欧后亚战略。美国“租借”(L end- L ease)援华

的前提是绝不能够影响全力援英、援苏的需要,这一因素遂成为以

后四年里限制美国援助中国的最重要因素。

从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来看,财政部长摩根索

是援华政策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,表现出比国务卿赫尔更为积

极的态度。在支持中国抗战维持远东均势这一目标上,财政部与国

务院并无分歧。不同的是,前者还时刻考虑为美国日后在中国的发

展争取一个美妙的商品和投资市场。国务院则认为,只要中国依靠

苏联的援助还能坚持下去,就无需冒恶化美日关系之险援助中国。

但罗斯福不论在政治倾向,还是私人关系上,都更倾向于摩根索。

因而,摩根索得以毫无阻拦地插手外交事务。

二　全面援助与尖锐冲突: 中美抗日

同盟的形成和发展期 (194115—194512)

1941年以后美国援华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是“租借”援助。根据

1941年 3 月美国国会通过的《租借法》(L end- L ease A ct) , 美国

总统有权对他认为“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转让、交

换、租借或其它方式处理⋯⋯任何国防物资”。①5月罗斯福宣布中

国为受援国。这一决定表明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反对法西斯斗争

的非正式盟国。据此,中国在 1941—1946年一共得到价值 16102

亿美元的实物和劳务援助。但这笔援助只占美国全部对外“租借”

的 310%。在所有 38个受援国家中,中国所获得的援助额位居英、

苏、法三国之后而列第四。这显然与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巨大牺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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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世界和平基金会编:《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》(W o rld Pcace Foundation, ed. D ocu2
m en ts on A m erican F oreig n R ela tions) , 1940—1941 年卷, 波士顿 1942 年版, 第
711—715页。



极不相称。同时,这笔援助在时间分配上也很不平衡,仅 1945年一

年就达 11107亿美元 (参见表 2)

表 2　1941年—1946年“租借”统计 (单位:百万美元)

年 份

数额 项目
全部“租借” 对华“租借” 比重%

1941 1540 26 117

1942 6893 100 115

1943 12011 49 014

1944 14940 53 014

1945 13713 1107 810

1946 1751 210 1210

合计3 50847 1546 310

3 (1)由于四舍五入的关系,各年数额相加并不等于总数。(2)根据 1958年 1月 10

日和 3月 26日美国国务院重新核查的数字,“租借”总额和对华“租借”分别为 502108

亿美元和 16102亿美元。参阅:《中国与外援》,第 350—351页。

太平洋战争的爆发, 1942 年 1 月 1 日《联合国家宣言》的发

表,标志着中美抗日同盟的正式形成。中国政府在中美外交中一时

间占据了主动地位。它抓住战争初期盟军节节败退,而中国抗战一

花独放的有利时机,不仅要求美国提供战时“租借”援助,而且还以

可能会退出战争的暗示相威胁,促使美国按照中国的条件,无偿地

提供 5亿美元财政贷款。国民政府在以前 4年的百般努力中,所得

之有偿贷款 5次累计不过 117亿美元,而这次理直气壮的索取,一

下子就赢得了 5亿“赠款”。对蒋介石来说,他得到的不只是一笔巨

款,而是一次对美外交的重大胜利。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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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关于 5亿美元贷款的详情见任东来:《1942年中美五亿美元借款始末》,《美国研究
参考资料》, 1992年第 5期。



在国民政府看来,如果说 5亿美元贷款是场外交胜利的话,那

么 1943年 1月 11日签订的《中美平等新约》则可以说是全民族的

自由解放了,此举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

上的安慰。蒋介石为此在《告国民书》中不无夸耀地宣布:“我国百

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可根本解除,国父废除不平等条

约的遗嘱完全实现。”① 新约订立之日因此也成为以后中国的司法

节。随后,中国又在 1943年 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与美、苏、

英一起发表《四国普遍安全宣言》,从而跻身于世界四强之列,这一

不那么真实的形象在 1943年 11月中英美三国首脑开罗会议上达

到了顶点。

但不论是 5亿美元的取得,还是治外法权的废除,有关决定和

谈判的整个过程都表明,在这种华丽的外交胜利的背后,中国的实

际地位是多么脆弱,国民政府的成功也并不那么辉煌。5亿美元不

过是美国为维持中国战场,减少自己牺牲而支付的代价;对国民政

府来说,则是利用形势迫使美国人比日本人开出更高的代价来购

买中国战场。治外法权的废除反映了同样的现实。当时一位美国

记者敏锐地指出,这一行动“并不是 (西方)承认中国固有平等权利

的结果”,不过是美国等国想利用这一行动所具有的巨大宣传价

值,鼓励缺乏斗志的国民党士气。②这一行动并不象蒋介石所夸耀

的那样,完全实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。美国等国不得不放弃

的只是臭名昭著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,而不是中国人民所期望

废除的全部不平等条约。不论是提供财政援助,还是放弃在华治外

法权,美国都曾煞费苦心试图为自己保留最大的灵活性。它想使援

助附有条件,并把废除行动对自己利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和

最小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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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爱泼斯坦:《中国·未完成的革命》(原书英文版出版于 1947年) ,新华出版社 1987
年版,第 362—363页;

转引自《党史概要》,第 117页。



从美国决策过程来看,对华援助政策的主动权开始从财政部

转到国务院和陆军部。当财政部从经济角度怀疑 5亿美元援助的

有效性时,后两者则从军事和政治上考虑,强调援华的必要性和重

要性。太平洋战争前对援华一向持谨慎态度的赫尔这时却对罗斯

福讲:“中国人对侵略者已经作出并正在作出的出色抵抗,以及他

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,值得我们全力支持它。”① 但欧洲第一战略

以及中国对外陆上通路的断绝,决定了美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帐面

上的财政和心理支持。

从表面上看,这一时期中美战时同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

与和谐,但双方因战略目标不同而出现的分歧与矛盾此时已经显

露出来了。贷款和废约谈判充满了讨价还价,缺少同盟关系中应有

的信任和理解。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约瑟

夫·史迪威 (J. St ilw ell)对“租借”物资的控制以及由此引起的与

蒋介石的勾心斗角,更是反法西斯同盟中所少见。在发动和利用一

切力量打败轴心国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旗帜下,中美两国都不认为

对方尽力而为了。这种不信任感在随后年代中非但没有消除,反而

日见加深,终于在 1944年酿成危及中美同盟自身存在的危机。

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代表了中美同盟发展的最高阶段。双方

都视之为中美外交的一次巨大成功。但随着盟国南北夹攻缅甸作

战计划的取消,这一成功就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,暴露

出来的却是中美同盟外交中不正常的一面: 讨价还价,互相猜忌,

争吵不休,讹诈威吓以及因此产生出来的一系列信任危机。这场全

面危机的中心议题有两个: 财政上的 10亿美元贷款、美军在华费

用支出以及与此相关的中美货币的汇率问题; 军事上缅北战役中

中国远征军的行动和史迪威指挥权之争。在 1944年整整一年的时

间里,中美外交就是在无数次谈判和争吵中进行和发展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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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转引自赫伯特·菲斯:《中国的纠葛》(H. Feis, Ch ina T ang ls) ,纽约 1965 年版,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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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开罗会议,中国政府以国内经济困难为由要求美国提供 10

亿美元贷款。美国方面不但拒绝,而且还无情地了批评了中国财政

政策。这一态度引起中国方面强烈的不满和反弹。中国国民政府

开始坚持要求美国以 1∶20的美元和法币的固定汇率支付美军在

华开支,否则,中国将不得不退出战争。此举自然有体制上的原因,

汇率的变动会影响法币的信誉,从而加速物价上涨的势头。但更重

要的原因是中国想报复美国的拒绝行动,以不合理的汇率,尽可能

多地攫取美元,补偿没有得到的贷款。由于汇率不合理,当时美国

为一辆自行车就不得不支付 1100 美元, 为一个汽车打火塞支付

75美元。国民政府的“理财专家”孔祥熙就是用这一方式,在 1941

年底到 1944 年 1 月间,按固定汇率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了 113718

亿美元。他的助手后来回忆说,孔“常自鸣得意的一件事,是利用垫

付美国人在华支出,刮到了几亿美元”。① 不过,国民政府在获取美

元这一问题上也是有限度的,不管是退出战争的姿态,还是拒绝为

美军垫付法币的威胁,蒋介石均是以不与美国闹翻分手为限。毕

竟,他不想也不能失去这个政治上的靠山和经济上的财源。

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求援要求和不合作的态度,美国这次避免

了 1942年 5亿美元贷款时“让中国给我们规定条件”②的覆辙。这

时,美国在与日本进行的战争中已明显处于优势, 其地位已不象

1942年初那样被动。美国不再相信也不再担心中国会退出战争。

同时由于太平洋战争进展顺利,它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削减在中

国的军事计划。此外,在贷款和美军在华支出问题上,美国军方不

仅关注金钱的数量,更注意它与中国从滇西出兵和史迪威在华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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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官员斯坦利·亨培克语,见美国国务院编:《美国对外关
系》(F oreig n R ela tions of the U n ited S ta tes) , 1942年中国卷,华盛顿 1956年版,第
486—488页。

寿守一编:《孔祥熙其人其事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,第 19页。



位之间的关系问题。① 因此陆军部的态度尤为强硬,坚决反对在财

政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,屈服于中国的压力。

美国的有关决策过程表明,陆军部和财政部此时对对华政策

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尽管国务院有关人士对中美关系的全局及战

后发展分析得头头是道,但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。国务院认可的向

中国运送某些贵重商品,用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建议,仅仅因为军方

宣称缺少运输机而被否决。在民用“租借”物资援华问题上,也是同

样遭遇。② 罗斯福作为军队总司令和摩根索的密友,加上他在开罗

会议上与蒋介石夫妇相处的亲身体验,对军财两部意见言听计从。

摩根索因此曾对军方代表克莱 (L. C lay)将军讲,“只要陆军部和

财政部站在一起,我就不必担心了”。③

当然,美国的强硬立场同样是有限度的。它力图避免下列情

况:即美军不得不撤出中国战场和蒋介石政府因财政危机而垮台。

虽然美国军方一度自信地说,它可以搞垮蒋介石,也可以完全撤出

中国④,但整个说来,美国并没有作好抛弃蒋介石和放弃中国战场

的全面准备。这一点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 (中方称史迪威事件)中

表现得最为明显。

1942年初史迪威赴华时是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,同时又是盟

国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。这种双重身份使他难以满足蒋

介石的许多援助要求。蒋介石希望能通过他争取到更多的美援,史

迪威却认为自己并没有责任去这样做。更使他不满的是,国民政府

一味保存实力,寄希望于美国最终打败日本。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

盾实际上反映了两国战时利益上的分歧: 双方都认为对方应在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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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 《摩根索日记 (中国)》,第 2卷,第 1116页; 1027—103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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败日本的战争中作出更大的努力与牺牲。

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在 1944年发展到顶点。1943年

史迪威不顾盟国已推迟南北夹攻缅甸的计划,无视蒋介石要其按

兵不动的指示,率领中国驻印军 (X 部队)由印度进攻缅北 (N o rth2
ern Bu rm a) ,并要求蒋介石下令中国远征军 (Y 部队)在滇西配合

作战。后者对史迪威的擅自行动非常不满,拒绝发兵。史迪威遂请

罗斯福五次电压蒋介石,迫使其在 1944年 4月同意中国远征军出

动。与此同时,日军发动了“一号战役”,占领了豫湘桂的广大地区,

威逼重庆。中国战场再现危机。为阻止中国战场可能的崩溃,罗斯

福在 1944年 7月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全部在华盟军的指挥

官。以后两个月中,罗斯福曾先后三次要求蒋介石从速安排史迪威

的指挥权。美国的高压政策最终激怒了蒋介石,他借口难以与史迪

威合作为由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。当时罗斯福的在华特使帕特里

克·赫尔利 (P. H u rley)也站到了蒋一边。他告诉罗斯福:“如果你

在这场争论中保留史迪威,你就将失去蒋介石,并且还会连同失去

中国。”① 在“失去中国”的威胁下, 罗斯福在 10 月决定召回史迪

威。

缅北战役和史迪威指挥权危机奏出了中美同盟中极不和谐的

音调。可以说,这一插曲是整个战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所仅见

的。1944年中美关系这场从财政援助到军事合作的全面危机最终

以双方妥协而告终,但它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。

中美财政问题上的危机不仅危害了两国合作关系,而且给中

国战时经济及政府威信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。虽然经过十个月的

艰苦讨价还价,中美双方最终在 1944年 12月就有关美军在华开

支问题达成协议: 美方向中国支付 211 亿美元,抵消中国在 1944

年 2—9月为美军在华活动垫支的 180亿左右的法币,但是,中国

为美军支付的巨额法币垫款却直接导致中国通货恶性膨胀,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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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转引自《美国十字军在中国》,第 172页。



内经济的急剧恶化。① 而国民政府管理失策,措施失当,更加深了

国内财政危机。孔祥熙敛财的唯一办法就是靠滥发纸币、膨胀通

货。孔祥熙曾讲,“发行公债真麻烦,付息、抽签还本,又弄不到几个

钱,不如印钞票,简单得多”。他的助手后来批评说,国民政府的这

一政策严重破坏了整个大后方,特别是四川的经济。人民为此付出

巨大牺牲。同时,这一政策也给重庆和华盛顿的朝野人士留下了恶

劣印象,并成为孔祥熙后来垮台的原因之一。最可悲的是,这些外

汇储备后来并没有用于重建中国经济,而是用于祸国殃民破坏和

平的内战。②

这场危机的另外一个结果是, 1944年罗斯福向中国派遣特使

的最初考虑均源于解决中美财政问题,而这些访问对当时及以后

的中美外交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6 月美国副总统亨利·华莱士

(H. W allace)的访问得出了“蒋介石充其量不过是一笔短期投资”

的结论, 并促成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 [迪克西使团 (D ix ie

M ission) ]的派出。9月份赫尔利和唐纳德·纳尔逊 (D. N elson)使

团又产生了另外的结果。纳尔逊的工作直接导致了中国战时生产

局的建立以及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赴华。③ 赫尔利的活动导致了

史迪威的召回并最终把美国对华政策引上了一条没有灵活性的死

胡同。

蒋介石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,依靠赫尔利的帮助,终于如愿

以偿地赶走了史迪威,他在日记中总结道:“此事为本年内对外各

种困难之症结,且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。⋯⋯

中、美国交不因史迪威而败,中国抗战不因史迪威而败者,殊为莫

大之幸运。中、美已失误之国交,抗战已颓之形势,皆得由此启其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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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《摩根索日记 (中国)》第 2卷,第 1030页, 1080页, 1112—1114页。
《孔祥熙其人其事》,第 21—24页, 30—33页, 75—76页, 143—148页。

中美财政危机和有关谈判的详情见任东来:“被遗忘的危机: 1944年中美两国在谈
判贷款和在华美军开支问题上的争吵”,《抗日战争研究》, 1995年第 1期。



轮。此后军事、外交与内政各要务,乃可按计划实施矣。”①

蒋的这番感慨印证美国学者邹谠的一段评论。邹认为,史迪威

事件明显加强了蒋介石的这一信念:“美国有赖于他来保护其在远

东的利益。美国在追求其政策目标上缺乏坚定性,因而美国最终只

能听命于他坚持不懈的要求并接受他的观点,而不论他是否有所

作为”。②

中美同盟到 1944年底和 1945年初实际上来到了一个十字路

口。赫尔利和史迪威的继任者艾伯特·魏德迈 (A. W edem eyer)的

出现,特别是战争临近结束而产生的复杂、微妙的国际关系,给中

美外交带来了新的问题。

三　卷入内争与门户开放: 中美

抗日同盟的蜕变 (194512—1946111)

从 1944年底开始,随着中印之间史迪威公路 (St ilw ell Road)

的开通和欧洲战争临近结束,美国对华援助急剧增加。1945年一

年的“租借”援华数额相当于前四年总和的 5倍 (参见表 2)。5亿美

元贷款中的一半也是在 1945年以后动用的。对蒋介石的这些单方

面援助加强了其反共倾向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反美意识,使中国国

共两党之争更加复杂和尖锐。

战时美国对华政策从军事上讲是“维持中国战场”(keep Ch i2
na in w ar) ;从政治上讲是“让中国成为一强”(m ake Ch ina a pow 2
er)。1944 年中期,美国不再担心中国会退出战争与日本单独媾

和,同时它也放弃了把中国作为反攻日本前进基地的计划,改用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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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邹谠:《美国在中国的失败》(T ang T sou, A m erica ‘s F a ilu re in Ch ina) ,芝加哥 1963
年版,第 122页。

[日 ]古屋奎二:《蒋总统秘录》(十三) ,台湾中央日报社 1977年版,第 152页。



太平洋直接进攻日本的战略。① 因此,美国的政策从援助中国抗战

的单纯军事考虑,转到了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复杂政治谋划。在

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, 罗斯福政府以牺牲局部利益为代

价,终于赢得了苏联对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政策的认同。

在罗斯福看来,如果中国由于国共分裂而发生内战,不仅会损

害美国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成果,而且会造成美苏在中国的直接对

抗。因此,国共和解中国统一是避免这一灾难后果的前提条件。在

罗斯福的这一目标中,中国如果不是统一在蒋介石之下,也必须是

在一个亲美的非共产党政权之下。对此他坚定不移,从未动摇。因

而,他默认了赫尔利对美国在华政策的理解,并赞扬他调处国共分

歧的努力是“一项了不起的工作”。②

随着美国对华政策重点的转移,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也发生

了重大变化。为了使中国有效地进行抗战,华盛顿曾同意史迪威和

美国驻华大使高思 (C. Gau ss)所倡导并实施过的军事上的交换政

策和外交上的压力政策 ( T he qu id p ro quo and the p ressu re

po licy)。但这一作法不仅随着史迪威和高思的去职而结束,而且

随着美国对华政策重心的转移,而逐步被一种政治上无条件支持

蒋介石的政策所取代。尽管从迪克西使团、国务院远东司等处一再

传出避免无条件支持蒋介石,保持与中共良好关系,以维护美国政

策灵活性的呼声,但美国最高决策者实际上默许并支持赫尔利和

魏德迈在华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做法。

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也加强了赫尔利对政策制订的

发言权。由于史迪威的去职和中国战场重要战略价值的消失,一度

对政策有重大影响,并一再坚持有条件援华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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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这是罗斯福 1944年 12月 20日对内阁成员讲的话,见莫顿·布卢姆编:《远见的代
价: 华莱士日记》(M o rton B lum , ed. , P rice of V ision: T he D iary of H enry A . W al2
lace) ,波士顿 1973年版,第 410—411页。

美国战时对华军事战略的转变可参阅王建朗:“试析 1942—1944年间美国对华军
事战略的演化”,《中美关系史论文集》第 2辑,重庆出版社 1988年版。



治·马歇尔 ( G. M arshall) 和陆军部长亨利·史订生 ( H.

St im son)对中国事务已不象过去那么关注。就连那位精力充沛的

财政部长摩根索这时也把主要目光转向欧洲事务,失去了往日对

中国的兴趣。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善国务院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地

位。赫尔利不论是白宫特使,还是驻华大使,都与罗斯福保持直接

联系,常常置国务院指示于不顾。他的主张远比国务院远东司的建

议更受白宫的器重。赫尔利政策执行的结果是,堵死了任何可能迫

使蒋介石妥协改革,发展美国与中共合作关系的道路。美国对华政

策因而失去了一度有过的灵活性,走进了死胡同。

中国国民政府却因此再次掌握住中美外交的主动权。“史迪威

事件”后,中国在政治、军事和经济领域内,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与美

国积极合作的态度。通过影响在华的赫尔利、纳尔逊 (美国赴华战

时生产顾问团团长)和魏德迈等美国人,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在华

盛顿和纽约等地的多方活动和广泛游说,国民政府不仅改善了一

度恶化的中美关系,而且加强了美国支持和利用蒋介石,对付苏联

(在某些方面还有英国)的政治打算。在这些活动后接踵而来的是

美国政治上、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全面支持和扶助。所有这些援助和

支持已经远远超出了共同抗日的需要。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怀疑这

些援助的意义和目的何在。①

在抗战胜利后的几个月内,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和支持发

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它不仅与蒋介石密切配合,剥夺中共领导

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正当受降权,而且直接出钱出人出运输工具,

帮助蒋介石政权独占人民胜利果实,甚至直接派 515万名海军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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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》,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, 1945年 7月 12日,载《毛
泽东选集》,四卷本,第 1115页。在史迪威被召回前夕,周恩来曾公开撰文谈美援:
“我们也主张盟邦的物资援助增多,但这种物资必须装备那能够打仗,而且打得很
好的部队,才能打退敌人,反攻敌人。否则援助愈多,损失愈大,保存实力也愈多,
最后不仅不能得到抗战的胜利,而且反会增加内战的危险,”见周“双十节”讲演,
《解放日报》, 1944年 10月 22日。



战队替国民政府占领和守卫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。在解除日军

武装的名义下,通过继续提供“租借”援助而维系下来的中美同盟,

已深深卷入中国的内争,因而在事实上蜕变为反共的美蒋同盟。

这一同盟的存在,不仅加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,也使美国陷入

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。这一困境既是 1945年以来无条件支持蒋介

石的结果,也是国际上初露端倪的美苏争夺的产物。面对中国内战

危机,不论是美国军方,还是国务院,都明确认识到以美国不直接

卷入中国内战为限度的援蒋方针,将无法帮助国民党打败共产党,

统一中国。而进一步扩大对国民党的援助,直接卷入中国内战,不

仅规模巨大,而且结果也难以预料。国内舆论的反对,欧洲第一战

略的限制,更可怕的是中国与苏联对抗冲突的可能性,都决定了美

国没有必要,也没有力量承担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责任。显然,卷

入与不卷入的两种选择一时都不能实现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目

标:一个稳定、统一和对美国友好的中国。

在困境中,美国决策者再次想起国共和平统一的方案,重新开

始了一年前赫尔利失败了的调处行动,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对

蒋介石政权的压力政策。于是,马歇尔代替赫尔利,成为美国调处

国共关系的特使。与赫尔利调处的前提一样,甚至可以说更为明

确,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,同样的前提

决定了同样的失败命运。①

马歇尔使华既是为了避免中国内战,更是为了排除美苏在中

国冲突的可能性。在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中,苏联取代了过去

的日本,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。美苏对抗的前景取

代了 30年代末美日冲突的估计。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中国对美国

“友好”。正像 30年代末美国决策者从东亚均势角度考虑对华援助

时并没有忘记它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一样,马歇尔调处也要促进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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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资中筠的《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 1945—1950》(重庆出版社 1987年版)对这
一时期政策有极好的分析和描述。



国在中国一直追求的经济目标的实现: 中国的门户开放和自由贸

易。①

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门户开放的追求最集中地体现在《中美

友好通商航海条约》(简称《中美商约》)。《中美商约》从 1943年开

始酝酿到 1946年 11月最后签订的整个过程都表明,不论是战时

还是战后,美国都不曾放弃过对自己在华经济利益的保护和追求。

通过完整的美援体系,美国在中国建立了绝对的优势地位,明里暗

里地影响和干预中国经济政策和国内立法。通过《中美商约》,美国

不仅为自己占领中国市场打下了基础,而且为其向世界其他地区

的经济扩张提供了范例。美国总统哈里·杜鲁门 (H arry T rum an)

不无得意地在 1946年 8月对他的内阁说:“现在我们总算在中国

有发言权了,总算处在可以把 1898年政策 (门户开放)付诸实施的

地位了。”②

但甚至这种形式的条约,也不能满足美国参议院的要求。它希

望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贸易,不附任何条件的国民待遇。因而直到

《中美商约》订立两年后 (1948 年 11 月) ,它才有条件地批准了这

一条约。具有讽剌意味的是,这一条约和先前的美国 1948年《援华

法》一起成为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垮台的随葬品,同时也是美国

最终在中国彻底失败的挽歌。

《中美商约》和 1948年的《援华法》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史中

一个完整阶段的结束。从 1938年底美国决定对华提供第一笔“桐

油贷款”到 1948年底《中美商约》成为法律,这 10年间美国经历了

在政治上从卷入中日战争到参与中国内战,经济上从防止日本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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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转引自帕特森:“既用于欧洲,何以不适用于中国: 1947—1948年的遏制政策”(T.

Paterson, If E u rop e,W hy not Ch ina? the Con ta inm en t D octrune 1947- 1948)载《开
场白》(P ro logue) , 1981年春季号,第 23页。

这问题可参阅任东来:“试论 1946年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》”,载中美关系史丛
书编委会编:《新的视野: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》,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, 第
144—146页。



占中国到自己独占中国市场的历史过程。美国最终似乎实现了它

对华政策的若干目标:政治上国民党政府不仅是对它“友好”,而且

几乎成为它的附庸; 经济上,中国门户全面开放,美国的资本商品

自由流入。

1938—1948 年这 10 年的中美关系,是以受中国人民欢迎的

援华抗日开始,而以中国人民所憎恶的援蒋打内战告终。1938年

美国宣布“桐油贷款”时,美国的援助曾赢得了除一小撮汉奸以外

所有中国人的热烈欢迎。1948年美国通过《援华法》和《中美商约》

时,美国的援助几乎遭到除一小伙统治者以外所有中国人的唾弃。

历史是这样的有情和无情,它不会忘记美援给中国人民带来过的

希望,更会记住它带来的巨大灾难。
(作者单位: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)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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